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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的 

話 

 

年來，國內中小學教育有兩大政策受到各界重視。其一為雙語教育，

政府推動雙語國家政策，在教育上推動雙語教育政策，地方政府仿效其他

國家全力配合辦理雙語學校，實施雙語教學。但我國社會文化背景和國外

雙語國家不同，推動起來勢必遭遇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連何謂雙語教育

都會出現爭議。至於如何實施還需要仔細思量和規劃，其中師資問題顯而

易見，課程如何設計，教學如何實施，都需要好好探究。 

其二是十二年國教新課綱自 2019學年度起，在國小、國中、各類型

高中逐年實施。新課綱歷經將近十年的研發及審議過程，始於去年全部定

案，其中提出自發、互動、共好的願景，總綱繼以核心素養的培育引導各

領域和學科課綱的修訂，並規劃議題融入、探究實作、跨域教學、自主學

習等改革焦點。新課綱的實施需要各項配套措施才能落實，中央、地方和

學校三方都要共同準備，其中做為中小學主管機關的地方政府，責任尤其

艱鉅。 

針對這兩大教育政策，本刊規劃雙語學校與雙語教學、課綱實施的地

方責任兩大主題，邀請專家學者撰文，探討相關學理、案例、經驗和問題，

提供解決問題的建議。另外，本期專論文章亦刊登美國高中職涯導向的課

程改革、日本 AI科技發展及教師終身學習兩篇文章。這些文章都頗具參

考價值。 

本期之出刊，首先感謝作者在百忙中撰寫專文，以饗讀者。其次要感

謝審查委員提供各文修訂的寶貴意見。最後，感謝編輯部同仁的辛勞，用

心且及時完成使命。 

 黃政傑 

成群豪 

近 

2020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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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雙語教育：從新加坡的雙語經驗看
臺灣的政策與作法 
林子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教授 

 

黃家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博士 

 

壹、前言：雙語教育是風潮還是良藥？ 
學習英語的風潮，在東亞地區是非常普遍之現象，臺灣亦無例外。早在 1998

年臺灣教育部已將英語課列入國小正式課程，並於 2005年起小學三年級學生每

週需上兩節英語課，然而實施二十多年以來，學生英語力未盡理想（林曉雲，

2018）。更甚者造成英語學習之雙峰現象，使教育無法促進階級流動，反而加劇

階級的分化（王昱培，2019）。 

臺北市柯文哲市長於 2018年 3月指出，臺北市將在國中小階段導入雙語教

學，並於 2018學年度起增加試辦雙語教學之中小學數量，並責成教育局派員至

新加坡進行考察（梁珮綺，2018）。緊接著於 2018 年前行政院長賴清德宣示自

2019 年起，我國將正式啟動雙語教育，透過「雙語國家」政策，提升我國國際

競爭力，短期將以「雙語國家」為政策目標，終極目標則為「英語為官方語言」

（國家發展委員會，2018）。因此，2018年 12月 6日行政院發布「2030雙語國

家政策發展藍圖」。據此，教育部提出以「培養臺灣走向世界的雙語人才、全面

啟動教育體系的雙語活化」為目標並透過 5 大策略，強化學生在生活中應用英

語的能力及未來的職場競爭力（教育部，2019）。一時間「雙語教學」、「雙語教

育」、「雙語國家」成為大眾討論的熱門話題。 

然而，在深入熱門話題前，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是，自 1998年將英語課程

列入國小正式課程實施二十多年以來，學生英語能力並未因此表現突出。英語

作為我國中小學階段唯一必須修習的外語（Wang & Lin, 2013），在多年推動後仍

有許多值得改進之處，因此「雙語教育」政策被提出作為一種解方，但這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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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熱潮，還是能夠將英語能力實質提昇之良藥，還值得更多仔細的推敲與探

究。新加坡在亞洲被公認為雙語教育最成功之地，而且與臺灣類似皆屬華人為

主體的社會。新加坡過去數十年的發展經驗是否可以提供臺灣一個好的參照與

反思當前雙語政策作法的起點呢？這是本文撰寫的主要動機與目的。 

本文首先介紹新加坡推動雙語教育政策的發展脈絡，其次分析其推動成效

與挑戰，並比較我國與新加坡推動雙語教育政策及作法之異同。最後，透過新

加坡推動雙語教育的經驗，借鑑其成功經驗，並進一步反思我國推動雙語教育

的可能性與目前政策之盲點與衝突。 

貳、新加坡雙語教育發展脈絡：充滿挑戰的漫漫長路 
新加坡在 1965年獨立建國之前，屬於馬來西亞聯邦之一，故其名義上的國

語即為馬來語，儘管馬來語在新加坡獨立後，仍維持其名義上的國語，但在國

家雙語教育中，英語及母語才是其語言政策之重要核心。尤其獨立建國之初，

新加坡始終存在潛在的種族分裂及政經動蕩的威脅，為了建立國家意識、發展

經濟建設、維持種族和諧，語言政策成為關鍵因素（陳志銳，2013）。對新加坡

而言，英語是工具、母語是文化、國語則具象徵性意義，各種語言所代表的意

義與功能不同，然而國情才是決定新加坡雙語政策發展的關鍵（李光耀，2015）。 

將英語與母語作為新加坡推動雙語教育的二個重要核心，有其獨特發展的

歷史脈絡因素。新加坡人口組成多元，是一個擁有多元種族及文化的多語社會，

而為了建立一個多元種族、宗教及語言的平等國家，其雙語教育並非僅代表著

英語及華語，而是英語與各族群所使用之母語（mother tongues）。不同於馬來語、

華語及淡米爾語，英語作為新加坡四個重要的官方語言之一，其不屬於任何一

個主要族群所使用的母語語言（林子斌，2017），主要肇因於 18 世紀新加坡由

英國殖民時期，島上各族群即以殖民統治菁英階級所使用之英語作為彼此溝通

的共同語言。此外，對新加坡政府而言，對內英語不專屬任何種族，對外英語

是國際外交、經貿工商的共同語言，除可安內，亦可推動國家國際化及提升國

際競爭力發展（陳志銳，2013）。 

從國家歷史發展角度、作為吸收科學與技術教育知識的重要媒介、發展外

交與經濟等多重優勢下，新加坡選擇英語作為促進國家建設與發展之工具語言

（李光耀，2015）。2019年世界競爭力排名報告顯示（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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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 2019），在調查的 63 國中，新加坡排名世界第一，推翻美國成為世界上

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同時，2018年世界人才競爭力排名報告也顯示（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Center, 2018），新加坡排名第十三名，亞太區排名第一，其中語

言能力技術排名世界第八，語言對於國家發展及競爭力的提升極具重要。李光

耀（2014）即指出，新加坡勞工因雙語教育所具備良好之英語（第一語言）及

華語（第二語文）能力，是促進其國際競爭力提升的重要因素之一。 

然而，新加坡在推動雙語教育的道路上，也曾經面臨許多挑戰。語言問題

就是政治問題（李光耀，2015），這在多元族群社會所組成的新加坡中，更突顯

出國家權力對教學語言媒介操弄與規範的痕跡（Wong, 2002），尤其語言涉及族

群認同，語言政策往往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Gopinathan, 2013）。李光耀曾指

出（2015），儘管新加坡是一個中央集權、具有高效能的政府，然而雙語教育的

推動並非一蹴可幾的，即便在 1965年就決定以英語為全國共通之工作語言，但

在社會、政治大環境的條件未成熟之下，一直努力到 1979年《吳慶瑞報告書 》

發表後，才透過「分流（streaming）制度」努力使學校朝向以英語為主、母語為

輔的雙語教育體制。而且，新加坡到 1987年才確定全國學校（除特選學校外）

皆以英語為主要教學語言。 

盧丹懷（2005）指出，雙語教育是用兩種語言作為教學的媒介語言，使學

生通過運用授課語言達到掌握兩種語言的最終目標。不同於「語言教育」

（language education）是通過學校教育體系學習語言課程，「教育語言」（language 

in education）則是傳授知識時被用作媒介的一種具體語言，其不是學習的目的

語，而是作為傳遞信息的中介。雙語教育的核心概念是同時採用兩種語言作為

課堂教學的媒介語，讓學生在課堂中透過這兩種語言吸收知識，並在學習過程

中使用目的語而達到掌握目的語的最終目標。 

在《吳慶瑞報告書》中指出，近三成的新加坡學生無法適應雙語教學環境。

在學校能適應的學生，也無法同時精熟兩種語言（Tan, 2011）。新加坡在推動雙

語教育五十年左右的歷程裡，由於華語（中文）、馬來語、淡米爾語（Tamil）既

不是政府部門工作語言，也不是政經活動交際語言，僅僅是個別族群傳承族群

文化和維繫族群交流的共同語言，三個族群語言在社會上之地位遠不及英語（吳

英成，2010）。尤其，當大眾傳播媒體、政府機關往來文書資料，皆以英語為唯

一的使用語言，以逐級篩選菁英做為教育主軸的新加坡，英語漸漸成為邁入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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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或進入菁英階層的管道（鍾榮富，2008）。 

自從 199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崛起帶動華語在全球經濟市場、

國際政治外交上的重要性，華語逐漸成為另一種強勢語言，這個現象所帶來的

經濟發展及國家競爭力優勢，讓新加坡進一步思考該如何調整其雙語教育政策

（吳英成，2003；Goh, 1999；Gopinathan, 2015）。雖然新加坡政府一再強調雙語

的重要性，但政策上仍以英語為主，已經造成新一代華人在華語的讀寫及口語

表達能力持續下降，在華語全球地位日漸顯著之時，此一現象已引起新加坡政

府高度重視（吳英成，2010）。因此，新加坡在《吳慶瑞報告書》奠定新加坡華

語教學的基本框架後，因應國內外情勢，還針對其雙語教育政策陸續進行幾次

重大改革。幾個主要政策敘述如下：1992 年《王鼎昌報告書》側重於提升新加

坡學生華語科整體水準，彌補因分流制度造成學生學習高級華語的困難；1999

年《李顯龍政策聲明》重視因材施教；2004 年《華文課程與教學法檢討委員會

國會白皮書》強調提升學生對華語的興趣；2010 年《樂學善用—母語檢討委員

會報告書》則是重視學生能夠學以致用（吳英成，2010；陳之權，2013）。整體

而言，華語教育作為新加坡雙語教育重要的一環，新加坡透過與時俱進的改革

方案，彈性且靈活地調整國家雙語政策及雙語教育的目標與內涵，取消分流制

度、因材施教、差異化教學法的實踐，乃至於學以致用等，增進了新加坡推動

雙語教育的效益。 

綜上所述，可以瞭解在新加坡雙語教育的實踐上，是有其獨特之英國殖民

地歷史背景與多元族群之複雜社會、政治脈絡，並加上將近五十年的時光，方

有今日的雙語新加坡。尤其，從新加坡花費近五十年的時光，才有如今不盡完

美但基本成功的雙語教育果實，此也提醒身在臺灣的我們，除了縝密思考制訂

政策，輔以詳盡的配套措施外，萬不可忽略推動雙語教育關鍵的「時間」要素，

急就章的結果是達不到政策成功的目的。 

參、新加坡雙語教育的兩大議題：國際化及文化認同 
雙語教育是新加坡教育體系的基石，英語作為教學的共同語言，促進新加

坡學生融入全球化的世界，並在經濟上創造出對國際商業有利的環境，而母語

學習則型塑族群及文化認同。換言之，雙語教育政策對新加坡之族群治理，扮

演關鍵之角色（Gopinathan, 2013）。此外，雙語教育政策的成功絕非政策口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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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圖可以達到的，而是取決於國民對待本身語言的心態、學生學習自身母語的

能力與態度，才是政策成敗的關鍵（陳之權，2013）。 

新加坡雙語政策的實踐，除安定國內族群和諧穩定之目的外，同時也著眼

在推動國家發展國際化及提升國際競爭力。2019 年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

（The 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 25）（Yeandle & Wardle, 2019）結果顯示，新

加坡僅次於紐約、倫敦、香港之後，排名全球第四名，顯示出新加坡經貿在全

球的重要地位及其影響力。然而，國際化除了表現在經貿的繁榮外，也實質反

應在新加坡教育成果上。2019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THE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19）結果顯示，新加坡國立大學全球排名第 23名，亞太

地區排名第 2 名，僅次於中國清華大學；在 2020 QS 世界大學排名（QS Top 

University, 2019）結果顯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及新加坡國立大學並列第 11

名，並在亞太地區排名第 1 名。在人才全球競爭的影響下，高等教育國際化成

為世界各國普遍發展趨勢，同時，國際化程度亦為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高等教

育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指標，並能提升一個國家總體競爭力。致力於成為亞洲高

等教育重要樞紐，新加坡在高度國際化效應下，陸續吸引多達 16所的國外大學

在新加坡設立海外分校（Mok, 2011），此即顯示出新加坡雙語教育對於推動教育

國際化所展現之實質成果。這樣的成果來自於新加坡語言政策的有效規劃與執

行，以及在語言師資培訓的努力（Low, 2014）。 

新加坡的雙語政策，係從學校課程著手，從小學到大學之課程，除母語課

程外，皆以英語為第一語言進行各科目之教授，透過「教育語言」作為知識傳

遞的媒介，讓學生在課堂中吸收知識的同時，也因為使用英語而熟悉英語的目

標。除此之外，新加坡政府所使用之文書、出版書籍、大眾傳播媒體等，皆以

使用英語為主，建構一個實質的雙語環境，這是新加坡推動雙語教育的成功因

素。 

然而，在國際化表現強勢的結果，雙語教育的實踐充滿不同之挑戰。如前

所述，雙語教育的推動，讓英語與母語成為學校分流的依據，此種現象代表在

高度競爭的新加坡社會中，具備優異雙語能力的學生，才有機會進入菁英階層。

換言之，語言能力的良窳成為社會階級流動的一個關鍵與指標。因此，當英語

成為優勢語言，這樣語言的發展勢必影響新加坡社會發展。當新加坡政府於 1980

年將新加坡大學和南洋大學合併為一所以英語為教學語言的新加坡國立大學，



 

 
 

台灣教育 721期 2020.02 
 

6 

新加坡的高等教育正式進入英語為主的時代。而主要的公務體系，亦是以英語

為共同工作語言。這些現象造成講華語且無法流利使用英語的大學畢業生，未

來在社會上將無法獲得較佳的工作機會（梁秉賦，2017）。也因此，學生未來若

想取得更好的社經地位，精通英語為必然的結果（吳英成、馮耀華，2017）。陳

之權（2013）即指出，1987 年之前新加坡中小學中，英校與華校並存著，然因

英語的使用關係著個人職涯發展、社會地位等因素，尤其，家長深刻瞭解到掌

握英語語言關係著下一代生存與發展，紛紛將孩童送進英校，華校面臨嚴重的

生存威脅，最終走入歷史。 

為能繼續維護母語維繫族群認同與文化傳承的價值，新加坡政府積極為扭

轉華校小學生人數急速下降的勢趨，1979年起對 28所華語小學實施「特別輔助

計劃（Special Assistance Plan, SAP）」，提供學校額外設備，並調派優秀的英語教

師至學校任教。同時，新加坡政府將 9所傳統華語中學選為「特選中學」，參加

小學離校考試（Primary School Leaving Examination, PSLE）成績最好、學術成績

表現優異的 8%的學生，可選擇進入這 9所特選中學。特選中學係為精通母語（這

裡特指華語）及英語的學生設立的中學教育課程，故進入特選中學的學生，必

須修讀華語和英語皆為第一語文的「特別課程（special course）」。至 2012年止，

特選中學的學校數已增加至 11 所（鄭昭榮，2017;李光耀，2015；Gopinathan, 

2015）。除了特選中學，新加坡政府雖在 1985 年停止招收非英語源流的小一學

生，但允許其中四所特選中學的附屬小學為「種子學校」，繼續以華語和英語並

列為第一語文，更在 1989 年將種子小學增加至 10 所並改稱種子小學為「特選

小學」，至 1992年特選小學已增加至 15所（鄭昭榮，2017）。 

由於進入特選中學學生素質佳、學術表現優異，且透過政府給予的特別輔

助計劃，也讓特選中學學生更具競爭力，在新加坡教育部於 1992年首次公布的

中學排名即可看出，排名前 10名的學校中，即有 6所來自於 9所特選中學，表

現極為優異（李光耀，2015）。然而，進入特選學校的學生，基本上屬於雙語能

力（尤其是華語）優異的學生，對於更多學生而言，華語能力則相較弱勢，英

語仍為其主要慣用語言。此也顯示出，新加坡推動雙語教育政策，對新加坡國

民的語言態度產生影響外，對華人社群而言，家庭用語的使用，也產生了極大

的變化，「脫華入英」效應持續發酵中。吳英成、馮耀華（2017）指出在小一新

生在加慣用語言之調查中，1990 年有 67.9％的學生在家使用華語，但之後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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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減到 2009年的 40%。這些放棄華語的家庭，都轉為英語為家庭主要用語。英

語甚至在 2004年超越華語，成為 47.3%的小一新生在家戶中所使用之主要語言

（吳英成、馮耀，2017）。此外，延晶（2016）針對 36 位就讀新加坡鄰里小學

華人學生優勢語言進行調查研究，結果顯示，受測者之優勢語言為英語，受測

者使用英語表達思維更加流暢，英語也逐漸成為思考的語言。此結果不同於過

去研究認為華語是溝通交際的語言，英語是讀寫的語言，調查結果更彰顯出雙

語教育對於家庭用語樣貌轉變的影響。 

換言之，雙語教育除在國家層級具有影響力，同時也改變家庭用語的樣貌。

儘管推動雙語教育的初衷，係建立在安定國內族群和諧穩定、維繫族群認同與

文化傳承的價值，同時也在推動國家發展國際化及提升國際競爭力。但仍然不

可忽視作為優勢第一語言的英語，其在新加坡的雙語教育政策中具有強大之影

響力。對華人社群家庭而言，雙語教學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家庭語言環境的

變化。儘管華人英語能力得到了提升，然而其華語能力的發展相對落後（延晶，

2016），華語教學正經歷著從第一語言教學向第二語言/外語教學的方向轉變（吳

英成，2010）。 

雙語教育政策的實踐在新加坡國家發展及族群治理上，確實具有重要性及

影響力。然而，從長期發展結果來看，母語（尤其是華語）則呈現出非預期的

發展。因為英語作為強勢語言對個人之未來職涯發展有明顯助益，故造成脫華

入英現象逐漸形成。儘管新加坡政府透過實施「特別輔助計劃」及「特選學校」，

希冀提升學生雙語（英語及華語）的使用能力，但僅對菁英學生有所助益。對

於多數非菁英學生而言，雙語教育的效益是否如預期，其效用是否擴散仍有待

商榷。過去近五十年雙語教育政策的成果，近年來卻給新加坡政府帶來新挑戰。

由於中國的崛起帶動華語之重要性提昇，並與經濟發展緊密相聯。因此，該如

何維持目前英語優勢，又能增進學習華語之動機並進而培養華語能力，是新加

坡雙語教育當前急迫需處理之議題。 

肆、臺灣 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之路：從新加
坡經驗反思 
臺灣將英語課列入國小正式課程已有二十多年的歷史，然而英語教學向下

延伸真的有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嗎？作為中小學教學現場中雙峰現象最嚴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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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之一（黃旭磊，2019），如何提升臺灣下一代之英語能力，一直是教育現場

待解決的問題之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曾針對臺北市上萬名小六學生英語能力

檢測，結果顯示在詞彙、聽力及閱讀理解等項目中，近 1/4學生達到未達國小 6

年級應有程度，在文法句型的表現則有近半學生未達國小 6 年級應有程度（林

曉雲，2018a,2018b）。可見在語言教育之政策與實踐上，臺灣還有許多可以加強

之處。 

臺北市於 2018 學年度起增加試辦雙語教學之中小學數量與行政院自 2019

年起正式推動雙語教育，兩者皆試圖提升英語能力與學生之學習成效。增進國

人英語能力的雙語教育政策，在立意良好的前提下，是否有相對應的良善作法

使政策能有實際成效並不會出現未預期的效果，這是檢視政策時，必須考量的

兩個重點（Ball,2006;Rizvi & Lingard, 2010）。 

首先，從雙語教育的概念來看，臺灣係將英語視為「語言教育」，是一種透

過學校教育體系學習語言課程，是一種學習的目的語。不同於新加坡推動雙語

教育係將英語與母語同時放在官方語言的位置，並將雙語作為工具語言，在教

育體系中作為媒介語言，讓學生在通過運用授課語言達到掌握兩種語言的最終

目標。透過「教育語言」作為傳遞信息的中介，學生在課堂中透過這兩種語言

吸收知識，並在學習過程中使用目的語而達到掌握目的語的最終目標。兩者對

英語的功能與屬性界定不同，對雙語教育的推動也將有著不同結果。從《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指出，我國在推動雙語國家政策中，係以 2030年為目

標，短期係以打造我成為雙語國家，提升國人英語力，增加國家國際競爭力，

至於是否推動英語成為第二官方語言，則要於 2030年後，視雙語政策推動的成

果執行檢討後再行研議。與新加坡推動雙語教育政策相較，臺灣雙語教育政策

在主動性與強制性這兩方面更為不足。 

其次，新加坡將英語作為其官方語言且為優勢語言，有其獨特的歷史脈絡

因素。由於新加坡是一個擁有多種族及文化的社會，為建立一個多元種族、宗

教及語言的平等國家，將英語、馬來語、華語及淡米爾語等四種語言作為官方

語言。其雙語教育並非僅代表著英語及華語，而是英語與各族群所使用之母語。

英語列為官方語言，除肇因於英國殖民之歷史因素，因為當時島上各族群即以

殖民統治階級使用之英語作為共同語言。此外，英語不專屬新加坡國內任何種

族所使用之母語，採用英語可避免掉偏好特定族群之母語的爭議。第三，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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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國際共通之語言，對於推動國家外交、經貿發展，並提升國際化及國際競爭

力具有其重要性。在《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政策文本中揭示，其設定

之目標為「厚植國人英語力、提升國家競爭力」。從提升國家競爭力角度而言，

與新加坡不謀而合，英語作為國際共通語言，對於國家發展、推動國際化，確

實有其必要性與功能性。然而，在臺灣日常語言使用中，中文仍壓倒性地為民

眾普遍使用之語言。從前述新加坡的例子觀之，語言使用的社會定位不同，勢

必導致語言生態的轉變，英語對大眾生活的使用上是否有其必要性或正當性，

仍須進一步考量。 

臺灣語言政策的發展歷程中，也有相關例子可供進一步探討。以原住民族

語言之教育為例：臺灣近年來對振興原住民語言投注大量資源，一方面反應出

過去推行中文為強勢語言所造成的原住民族語流失的問題。在推動國語為臺灣

第一語言過程中，原住民族的語言、認同與文化皆受到極大的挑戰。類似的現

象亦出現在新加坡的雙語教育上，只是新加坡在推動雙語教育的過程中，英語

為優勢的第一語言，造成華語的能力與使用持續下降。新加坡政府為提升華人

社群使用華語的能力，亦開始投入資源如「特別輔助計劃」、成立特選學校等，

但這些措施成效仍有待檢驗。臺灣推動雙語教育之時，是否已認真考慮語言變

遷所帶來之深遠社會、文化與認同的影響？在目前臺灣對雙語教育政策的討論

中，這類論述明顯缺席，然而這卻是政策制訂過程中應該認真檢視的環節。 

    第三、從前所述可見新加坡在推動其雙語教育時有縝密的規劃、適時的調

整，以求符合國家需求與社會脈絡。反觀臺灣一方面希望透過雙語教育提升學

生英語能力，但是在剛上路的 108 課綱中，國中英語教學時數不增反減，從一

週四節減成一週三節。在減少英語授課時數的情況下，卻希望推動在國中小以

英語教數學、藝文等領域科目，這明顯的是種本末倒置的作法。由此可見，雙

語教育政策的規劃與十二年國教課綱並未同調，這樣有內在衝突的政策放到國

中小，會讓第一線的現場教師們無所適從，更減少政策可能的效力。 

伍、結語  
語言對於促進國際化具有其重要功能，同時必須配合環境的建構才能發揮

其最大效益。從新加坡的經驗來看，雙語教育配合國家雙語環境的建構，如大

眾傳播媒體、政府機關往來文書資料，皆以英語為唯一的使用語言，確實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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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推至優勢語言的位置，也實質促進了國家競爭力與國際化的實踐。在語言的

學習上，絕非僅透過學校教育可以成就，整個國家雙語環境的建置絕對扮演舉

足輕重的角色。 

在《2030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政策文本中揭示，以 2030年打造臺灣成

雙語國家為目標，其理念、立意方向是正確與良善的。強化提升全民英語軟實

力、營造雙語化硬體環境，這對於推動雙語國家的實現是可行的方向與作法。

然而，從新加坡的經驗來看，新加坡推動雙語國家歷經半個世紀的努力，並且

因應時勢所需，謹慎地在適當時機透過政策規劃規劃與執行。反觀我國，距離

2030年僅約 10 年左右的時間，政府是將 2030 年視為階段性目標，亦或終極目

標，政策實踐的結果將會呈現不同的樣貌。本文的作者非常同意英語的重要性，

也肯定雙語教育的立意良善，然而若要有可實踐、有效用而且不把學生當成實

驗白老鼠的雙語教育，根據本文由新加坡的經驗來反思臺灣，我們的雙語教育

政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尤其，作為亞洲公認雙語教育最成功之地的新加坡，

我們能看到其推動雙語教育所面的困難與挑戰，國內在推動雙語政策時，如何

避免重蹈新加坡的覆轍，並能站在巨人的肩膀看世界，有賴政府機關審慎思考

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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